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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視域與情感型態的變遷作為民主鞏固的依據： 
以 2014 年的金門縣長選舉中的 BOT 案爭議為例 

摘要 

兩次政黨輪替是民主轉型研究裡，經常用來衡量民主鞏固的判準。然而，這

樣的判準不僅是以中央政府為對象，而且對金門這個地方社會來說，恐怕還有疑

義。而本文之所以突顯地方選舉在民主鞏固中的重要性，除了有學術上的理由，

也在於金門個案的特殊歷史社會背景，而此一特殊性還能再回頭反省民主鞏固在

理論上的意涵。首先，民主社會固然多元而有差異，但是它終究表現了民主的價

值系統，因此對於民主鞏固的研究也就不應止於中央層次，地方社會的民主鞏固

也有研究的必要；其次，以金門為研究的對象，兩次政黨輪替的指標恐怕是有爭

議的：一方面，自 1992 年解除戰地政務之後迄的六任縣長裡，共有國民黨籍的

陳水在(1993-2001)、新黨籍的李炷烽(2001-2009)，及國民黨籍的李沃士(2009 
-2014)，與無黨籍的陳福海(2014-目前)，故而發生過三次政黨輪替；另一方面，

雖然發生了三次政黨輪替，但別說行政部門的四位首長都出於台灣政壇上所謂的

「藍營」，就立法部門來說，金門也一直被認為是個「深監」選區。當然，即便

金門一直由藍營執政，但並不能因此就說這是個沒有民主鞏固的社會，問題在於

如何另外提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判準來測量民主鞏固；再者，金門是個「宗族」

社會，而其中權力運作模式恐怕與自由民主的規範略有不同。有鑑於此，不同於

從兩次政黨輪替所呈現的「短期/制度/量性/由上而下」的視野，而另外透過「道

德視域」的概念，以「長期/規範/質性/由下而上」的角度來界定民主鞏固。本文

指出自 2008 年之後，即出現宗族動員逐漸失效的現象，而這所代表的也就是隨

著民主轉型而出現的「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逐漸在金門社會中生成的現

象，並在 2014 年的縣長選舉中確認，而表現出民主鞏固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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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視域與情感型態的變遷作為民主鞏固的依據： 
以 2014 年的金門縣長選舉中的 BOT 案爭議為例 

前言 

本文最直接的問題是：民主鞏固的判準，與地方社會有關嗎?如果有的話，

其中的關係是什麼?又以金門作為研究的對象，意義是什麼?這些問題的回應，可

以馬上從金門在 1992 年戰地政務解除之後的縣長選舉結果來談：第一屆當選的

民選縣長是國民黨籍的陳水在(1993-2001)。陳水在縣長在四年後連任，於 2001
年卸任之後，當選的是新黨的李炷烽(2001-2009)。李炷烽縣長也在四年後連任，

再改由國民黨籍的李沃士取得縣長的職位，唯其並未連任。於 2014 年的選戰中，

輸給了無黨籍的陳福海。根據前述的政治變遷，一方面從政黨的角度來看，自金

門啟動民主轉型之後，已經發生過了三次政黨輪替—2001 年的國民黨換新黨；

2009 年的新黨變國民黨，以及 2014 年的國民黨交出政權給無黨藉。但另一方面，

雖然發生了三次政黨輪替，但別說行政部門的四位首長都出於台灣政壇上所謂的

「藍營」，就立法部門來說，金門也一直被認為是個「深監」選區。回到杭丁頓

對於民主鞏固之「兩次政黨輪替」的界定方式，前述的狀況恐怕會是個問題，即

都是藍營政治人物之間的政黨輪替，算不算民主鞏固?本文對這問題，其實也沒

能回答，但是找到了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金門政治的民主鞏固：前兩任的縣長，

陳水在及李炷烽，都會在任期結束之後連任。但是，2009 年當選的李沃士卻未

能在 2014 年連任—對筆者來說，這是否代表了金門社會原有的「宗族動員」逐

漸失效了?也就是說，過去一旦當選縣長，即可以龐大的行政資源支持宗族，因

為宗族政治而連任。但 2014 年的選舉，是否已經代表宗族票生銹? 

還能就宗族動員多談一些：首先，如果在台灣的地方政壇裡，派系是相當

關鍵的政治運作機制與組織，那麼在金門社會裡的「派系」，也就是宗族。宗族

與派系都是社會網絡，差別僅在於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族，其原本的功能僅在於社

會文化層面的規範，但在解除戰地政務之後，突然地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更進

一步地說，派系在民主轉型之前，長期地作為威權體制在地方上的侍從機制，一

方面控制政權的穩定，另一方面也在支持政權之間，獲取政治及經濟上的利益。

相較於此，戰地政務時期的金門別說沒有滿足門面的地方選舉，金防部甚至可說

是壟斷了地方上的重要產業，可說是擁有了絕對的控制權，不需假手宗族來鞏固

其權力。換句話說，作為在戰地政務期間僅一合法的社會組織，宗族可說是在民

主轉型之後，突然之間被賦予了政治及經濟上的功能，即一旦取得了地方政治上

的職務，特別是掌握了行政權的縣長，也就會延著宗族的網路，挹注其所能影響

的資源—就像是派系政治一樣；其次，這裡所說的「宗族」，並不單單只是縣長

所屬的宗族，還有與其親近，或是能在選舉上支持縣長的宗族。換句話說，宗族

之間合縱連橫，但能當選縣長的，也就是縣內最主要的大姓—這也是近年來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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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壇上出現，「不歸陳，即歸李」之說法的原因 P0F

1
P。如此看來，由於宗族未能如

派系一般根深蒂固而廣泛地控制地方社會的資源，而兩大宗族又控制了行政資源

的情況下，取得了行政權的宗族也就有非常高的機率連任—但 2014 年並非如

此。 

2014 年的宗族動員失效了嗎?又，如果就地方層次上的宗族動員失效了，那

麼此一現象與民主鞏固間的關係是什麼?換句話說，這裡要回答的，不只是討論

一個不以「兩次政黨輪替」的角度，來界定民主鞏固的判準，也有地方行政權的

選舉，為什麼與國家層次之民主發展有關。簡單地說，本文將從宗族動員的失效，

提出一個與「兩次政黨輪替」不同的判準來界定民主鞏固，而如果「兩次政黨輪

替」是個由上而下、制度中心的判準，那麼本文將藉由宗族動員失效所延伸的判

準，則是在比較之間，強調由下而上、社會生活中心的判準；其次，這個由下而

上、社會生活中心的判準，當然與金門社會有關。其間的相關，除了由於金門具

有特殊的宗族社會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此一宗族社會在台灣政治生態裡，是個

特別「深藍」的行政單位。這樣的特色，不單單使得它的「政黨輪替」，僅在於

幾個深藍的政治人物之間，而不見得能夠作為民主鞏固的判準，而得要另外找到

其它的判準—也就是藉由宗族的動員，而所呈現的由下而上，強調社會生活中心

的判準—還在於此一「深藍」選區的投票行為，如有「民主鞏固」的痕跡，也就

能「再現」(represent)總體，即整個台灣社會的民主鞏固，這也就是特定社會之

自殺率，得以再現整個社會失序(anormie)的邏輯(Durkheim 2013)。如此一來，本

文在研究設計上，關鍵的問題也就在於建立宗族動員失效，與民主鞏固之間的關

係—這將會是本文第一部分的主題—而其中的核心概念，也就是道德視域；第二

部分，則將先指出宗族動員在 2014 年確實失效了，並指出其間所代表的，是隨

著民主轉型而來的「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強化所致。 

總的來說，本文首先不同於從兩次政黨輪替所呈現的「短期/制度/量性/由
上而下」的視野，而另外透過「道德視域」的概念，以「長期/規範/質性/由下而

上」的角度來界定民主鞏固。此一另類的判準，將有助於補強民主鞏固的研究；

其次，就本文運用道德視域來檢視民主鞏固的金門社會，雖是個特殊的個案，但

其特殊之處正也就在於此一個案能夠更敏感地作為集體的再現(representation 
collective)(Durkheim 2003)。本文指出，在戰地政務解除之後而新興的政治動員

機制，即宗族，自 2008 年之後即逐漸失效的現象，而這所代表的也就是隨著民

主轉型而出現的「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逐漸在金門社會中生成的現象。

此一現象在2014年的縣長選舉中確認，而表現出民主鞏固的到來—其中的證據，

除了數據上，李氏宗族為主的古寧頭地區出現了宗族票生銹的現象之外，還在於

此次選舉的翻盤，「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重要性，超過了「以經濟為中

                                                      
1 在張世熒與許金土的研究裡，即提到了隨著地方選舉的辦理，金門已經逐漸出現了「陳派」與

「李派」兩個派系(張世熒、許金土 2004)。不過在筆者的田野訪談裡，並不那麼認同此一「派

系化」的看法，而其實本文也就是對「宗族動員」/「派系化」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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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道德視域」。 

***   ***   *** 

第一部分：以「道德視域」的概念分析民主轉型 

民主轉型的發動，是威權體制的瓦解與民主社會的到來，它是種深化了文

明歷程中之「個體自由(individualization)」(Elias, 2001)的政治過程，唯此一歷程

中除了強化了民眾的政治自由之外，也有深化經濟自由的效果—筆者將以此，首

先區分出以政治，及以經濟為中心的兩種道德視域；其次，它們對政權來說均具

有正當化的效果，並且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兩種道德視域都會出現，特別是以政

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再者，它們對於不同「社會空間」(espace social)(Bourdieu 
1997：161, 219）裡的人來說，會有不同的優先順位。而可以期待的是，隨著民

主轉型而出現的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不單單與民主轉型過程中出現的「親

綠政黨」，有著較高的親近性，其實它也親近了「台灣主體的社會空間」。相對的，

「中國中心的社會空間」與「親藍政黨」都比較親近於以經濟為中心的道德視域

(劉名峰，2008)。在這一部分中，即要呈現此一從民主轉型，經「經濟—政治」

的道德視域，而帶出來的「藍—綠」/「中國中心—台灣主體」等隱喻之間的換

喻關係，並就此一民主轉型的歷程來說，當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較以經濟為

中心的道德視域更具有支配性之際，即為「民主鞏固」時期。 

一、在民主轉型之際的加速文明化與去文明化 

當代社會所理解的民主，是現代文明的結果。它不僅是以制度的方式，表

現在政治社群內的公民平等地擁有投票權，及定期、公開與自由的選舉，而且在

國家社會間的關係，還強調依法而治及人權等的價值。這些平等的公民權、自由

公開的選舉，及法治與人權的價值與制度，並不是一蹴可幾的，而是經歷了長時

期的「文明化歷程」(civilizing process)(Elias 2014)。並且，還能進一步指出來的

是，上述的諸多價值與制度，不單單呈現了「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是文明

歷程的核心(Elias 2001)，也讓國家得以有效而正當地壟斷暴力，並使得政治社群

裡的暴力有逐漸「後檯化」的現象(Elias 1982；Elias 2014)—即以數人頭的方式，

代替打破人頭—而此一政治層面上的文明化，其實也就可以說是自由民主的發展。

但是，得要馬上指出來的是，此一文明化與政治層面上的自由民主，在時間與空

間的層面上並不非均質地的發展著：就空間上來說，文明歷程的發展不僅一開始，

並且主要的是出現在西方社會，而且其中對於自由民主及人權法治等的價值，還

清楚地與西方文明中的自然法緊密相連。相對來說，自由民主的政治發展別說在

非西方世界較晚，威權體制是現代時期的主流，而且在現代歷史裡還有相當長的

時間經受著西方的殖民，致使其政治上的文明化與民主化的發展，相對為晚並且

困難—這也就是時間層面的特質，而以台灣來說，它是在 1980 年代中期開始出

現民主化，至於本文研究的金門地區，則是在 1992 年才解除戰地政務，開始民

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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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政治的層面來說，定期選舉並且在制度層面上保障人權，其實不

單單本身即是種對個體價值的重視，而為文明化的表現，它還是種加速的文明

化—這裡所說的，除了是相對於先前的威權體制，及隨之而來的政體轉型而表現

的「加速」，相對於西方世界之自由民主的發展來說，此一體制的變遷速度也比

較快—當然，在文明歷程裡不僅存在著文明化的運動，它也可能會有「去文明化」

(de-civilizing)的現象(Elias 1996)。而且，事實上正也就是在快速的文明化之際，

去文明化的力道也因運而生。這是因為文明化的核心，也就是個體化。但也就在

打造「個體」之際，人也落入了不安、焦慮的情境，並在此一「失序」

(anomie)(Durkheim, 2013)的脈絡中，更是急切地要求規範與秩序。換句話說，民

主轉型過程中所表現的加速文明化，並不是單向的，而是併生了「去文明化」的

力量。尤有進者，面對著民主轉型之際的失序，所衍生之對於秩序的想像，經常

來自於民主轉型之前的威權體制—人們想像著那個「美好的年代」(La belle 
époque)，此間的懷舊情緒，往往也就具有「威權遺緒」的成份(許良因與劉名峰，

即將出版)。如此說來，一個民主轉型的成功，不單單在於「文明化」的力量較

「去文明化」更高，更重要的還在於前者在價值及制度層面上，取得了優勢—屆

時，即可界定為是進入了民主鞏固期了。 

如此說來，以個體化在制度及價值層面上的成份，也就是從文明化的角度

切入，來理解民主轉型，是本文用來界定民主鞏固的方法。這個方法與杭丁頓的

「兩次政黨輪替」雖有相近之處，但卻也有諸多的不同—首先，「兩次政黨輪替」

主要是「短期」的事件，如台灣在 2008 年的選後，國民黨取得了政權—然而，

即以台灣為例，在威權時期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重新執政」的第二次政黨

輪替，是否代表了自由民主價值的深化及鞏固，恐怕是有爭議的。在國民黨執政

期間，會不會也就出現了前文中提到的「去文明化」，並使得威權遺緒更方便地

在政治社會層面間流動?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是否還能將 2008 年所發生的「第二

次政黨輪替」，界定為民主鞏固呢?其次，跳脫台灣的脈絡，以鄰近的菲律賓為例。

自 1986 年代馬可仕總統流亡美國之後，即以出現了數次政黨輪替，但今日的菲

律賓會讓人毫無懸念地認為是個民主鞏固的國家嗎?相反的，日本在二戰之後長

期由自民黨執政，且未發生政黨輪替，但恐怕沒有多少人會覺得戰後日本不是個

民主政體。「兩次政黨輪替」對於民主鞏固的研究來說，是個方便的判準。但就

此一「短期/事件(événément)」的角度切入來說，恐怕還有其它需要補充的資料—
強調「長時期」(longue durée)之研究的文明化理論，即是個有效的補充。而且，

再配合了「民主轉型」之「形勢」(conjuncture)裡的「加速的文明化—去文明化」

的競爭，將能更飽滿地補充「兩次政黨輪替」之命題的不足。 

其次，「兩次政黨輪替」之命題的不足，還在於它過度地強調了制度的面向—
雖然，經由選舉過程而帶來的政黨輪替，並不會排除其中民眾在價值及規範層面

上的因素，但單一地用某次選舉所帶來的政黨輪替來界定民主鞏固，實在多有風

險，而且該次選舉中造成某一政黨之所以出線、取得政權的原因，也並不能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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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民主價值的勝利，而有隨之而來的民主鞏固—因此，還需要有價值及規範面

的考慮。在此，還能延著「加速的文明化—去文明化」之間的關係，進一步補充

的是，「兩次政黨輪替」的命題，似乎假定了民主化是種單向線性的發展歷程。

於是，民主轉型發生了、民主化發展了，然後到了某個時間點，好像自由民主的

價值與體制，也就會「自然而然」地跟著發展，並在跨過了該一時間點，因著某

一事件的發生，也就是「第二次政黨輪替」，而將其界定為是「民主鞏固」。但是，

從文明歷程的理論來看，「加速的文明化—去文明化」是同時發生的，並具因此

而使得民主轉型並不是不可逆的單行道，即威權遺緒不僅會出現，而且可能壓過

自由民主的要求。因此，對於民主鞏固的研究勢不能單一地關注在制度上的特定

事件，還要對於制度發展，或特定事件之發生時的價值及規範有所注意。因此，

研究之際除了有量性的資料之外，也需要質性上的補充—可以在此先說的是，本

研究即在使用選舉的投票資料之外，也有田野的訪談。並且，如果說「兩次政黨

輪替」的命題，側重的是在輪替之間所造成之政治社會的生態，資源分配的變化，

而是種「由上而下」的視野；那麼在本研究則是「由下而上」地了解民主轉型後

的價值變遷—從比較性的觀點來說，兩次政黨輪替強調的是種「短期/制度/量性/
由上而下」的視野，而本文則會以「長期/規範/質性/由下而上」的角度來界定民

主鞏固—此間的方法，則是透過「道德視域」的概念。 

二、文明歷程中的道德視域及其對現代國家之正當性的分析 

文明化歷程是個以個體化為中心的歷史運動，其中固然一方面打造了「個

體」(individual)，創造了人類巨大的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

個體化的現代文明也造就了前所未見的不安、孤單與疏離的社會文化。有鑑於此，

文明化的過程中也就出現了「自我—我群」的認同平衡(I-We balance)(Elias 2001)，
即在各種制度及價值面向上打造「個體」之際，跟著也會出現對「我群」之凝聚

的要求。尤有進者，此時的「凝聚」(solidarity)，一來配合著現代世界的社會流

動及科技發展，再者也與強調「個體」的現代文明結合，故而新生了不同於過去

以「機械連帶」為主的凝聚，而是種「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Durkheim, 2013)：
首先，後者不需要「面對面」的互動，而是種來奠基於現代傳媒、教育所生成的

「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Anderson, 1983)；其次，固然由於流通

資訊的傳媒，其所依賴之「印刷的資本主義」裡的語言及對應的教育體系，而使

得「想像的共同體」更容易附著在「民族國家」的身上，但其實人們在此一特別

孤單、不安之歷史社會情境裡，作為生成安全感的想像共同體，並不限於「民族

國家」(Eisenstadt, 2002)—即便現代國家因為其特別強而有力的行政能力以及豐

沛的資產，以及在現代國際體系中經常出現的國家間的衝突，而使得人們很容易

依附著國家來尋求安全感(Tilly, 2010)—於是，階級、族群、性別等等的認同也就

跟著出現，而傳統社會中即已存在的宗族，也有可能成為認同的對象—這也就是

說，在一個個體化的社會情境中，人們還是會尋求各種能夠提供其安身立命的認

同單位，只要這些單位能夠提供現代生活所需要的信任、安全感，及其它現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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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所需要的政治與經濟的功能。P1F

2 

那麼，現代世界中所重視的政治與經濟功能是什麼?對這問題的回答，本文

還是回到文明化歷程來回答，並配合著「個體化」的發展，可以區分出「政治自

由」及「經濟自由」兩個面向，並與本文所依賴之「道德視域」(moral horizon)(劉
名峰，2009；劉名峰，2016)的概念相結合，而帶出了政治及經濟兩個道德視域。

在進一步解釋這兩種道德視域之前，筆者繼續延著前文提到的文明化歷程裡「自

我—我群」認同的平衡，進一步帶到博蘭尼(Karl Polanyi)所提到的「自律性市場—
社會保護」的雙重運動(Polanyi 1989)。於是，在這個由 Elias 的認同平衡即與

Polanyi 的雙重運動之間，存在著對應的關係—「自我」的認同以「個體」的方

式存在著，它一方面固然是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卻也是「自律性市場」的基礎；

另一方面，個體也得在孤單寂寞的狀態下，面對社會與心理的不安與風險，而有

「凝聚」的需要—此即表現為對「社會保護」。在此一「自律性市場—社會保護」

的雙重運動中，固然所有的國家都得同時面對「原始累積—正當化」的緊張。綜

合來說，從個體化之文明歷程所提出來的，首先不僅有「自我—我群」的認同平

衡及「自律性市場—社會保護」的雙重運動，它們還與「原始累積—正當化」的

緊張對應著，而系統地演繹出現代國家之正當性符號的兩種類型(劉名峰 2009；
劉名峰 2017)。 

其次，此間系統地演繹出來的兩種正當性符號的類型，也就可從以經濟為

中心，及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來理解：前者重視的是經濟上的發展，原始累

積或自律性市場即為其核心關懷與策略；後者則強調社會保護，因此在民主體制

裡促成政權之正當性的，則是諸如人權法治，或國家主權等的價值，藉此可面對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於個人的剝削—其實，這種狀況在全球化時期裡，還是社會

保護的核心議題，因為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對國家的要求，不僅在於它得伸

張主權的功能、抵擋全球資本主義，令其不致於無所顧忌地影響政治社群中的經

社運作，還要關注國內之人權的狀態，不會讓社會中的弱勢，如環境生態、勞工

與其它的邊陲社群，因為市場的運作而受到太大的傷害。兩種道德視域底下的符

號，對於現代世界之政權來說都具有正當化的效果，而且對特定的個人來說，兩

種符號也都是有效的。然而，在民主體制底下的政黨競爭之際，不同的政黨也就

在兩種道德視域之間有不同強度的重視，而人們也就跟著強調不同的道德視域，

並容易對立的政黨及其道德視域有所批評，認為它是「不道德」、「不正當的」。

也就是說，這裡會因為政治上的競爭，而使得人們對此間之符號的認知，出現了

「格式塔」(Gestalt)的現象—這也就是筆者稱之為「道德視域」的原因—因此，

不同的政黨也就會有對應的「社會空間」。以美國為例，共和與民主兩黨各自傾

                                                      
2 以本文特別重視的宗族來說，這是個前現代時期即已存在的社會組織，其運作邏輯是以男性中

為中，並在輩份之間建立具有高強度強制力的社會單位。隨著個體化的發展，可以預期的是女

性地位的提高，及輩份的重要性降低，但宗族仍然存在，並且在中國還隨著改革開放，而具有

建構「社會資本」的效果，並出現了「宗族復興」的現象(鄭振滿、鄭莉，2012；戴五宏、張

先清，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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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經濟及政治的道德視域，而在台灣的藍緣不同陣營，也有同樣的情形。 

三、道德視域及對台灣之民主轉型的分析—以金門作為研究對象的意義 

不過，本研究所關心的，並不是一般性的民主國家，而是新興民主化的國

家，也就是台灣，並且還是其中被稱為是深藍選區的金門—那麼，藉由道德視域

的角度以金門為對象地研究「民主鞏固」，又具有怎樣的意義 ?是否適當 ?這也

就是這一小節的主題。 

(一)、以金門作為民主鞏固之研究個案的意義 

首先，民主化並不是一個單向線性的發展，這在前文中已經提到的。這在

出現了「民主退潮」的當下(Kurlantzick, 2015)，更是個值得注意的命題—前文提

到，菲律賓自 1980 年代民主化之後，早已超過了兩次的政黨輪替，但它恐怕仍

不是個民主鞏固的國家。此外，過去以兩次政黨輪替為依據而判定為民主鞏固的

巴西，現在也正出現了威權回潮的現象(Saad-Filho, 2017)。民主化並不會單向線

性地一直延續下去，不單單因為民主轉型作為文明化的加速，而在這個個體化受

到強化的歷程中，威權遺緒也有可能受到強化，更重要的還在於當下第三波的民

主化浪潮，也就發生在全球化的時代裡。於是，一方面確實由於民主化的發展，

而使得「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受到重視，甚至在制度層面上落實自由民主

及人權法治等的價值；但另一方面，此間的全球化係以新自由主義作為其中的核

心價值，因而以經濟為中心的道德視域不僅以謳歌市場經濟的方式，為福利國家

的龐大財政壓力解套，它還隨著冷戰的結束，成為消解國際社會之政治對立的解

方。尤有進者，中國也就在此一全球化時期中快速崛起，而以經濟為中心的道德

視域除了成為西方國家規訓中國，促成其整合入國際社會的策略，它還成為國民

黨在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證成其正當性的方法—國民黨被認為是個能與中國

交往的政黨，而且它在與中國的交往過程中，還能進一步藉由中國的崛起，開拓

國際市場、發展經濟(劉名峰 2009)。 

其次，相對於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符號來證成國民黨的正當性，在民主轉

型中逐漸茁壯的民進黨，其正當化的策略則主要地是依賴於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

視域—面對中國，它將其定位為是對台灣主權的威脅。換句話說，台灣成為一個

主權單位，與中國之間是外部的國與國的關係；而就台灣社會內部而言，民進黨

不僅自許以「人權立國」，而更重視「依法而治」的價值，它在與國民黨的競爭

之中，還持續地強調自由民主的價值。如此看來，就以政治及經濟的兩種道德視

域來說，因為民主化及全球化兩個在後冷戰時期裡的主要歷史運動，也就更清晰

地在國民兩黨與其各自的社會空間裡，存在著高度的「結構性的對應」(homologie 
structurale)(Bourdieu, Bourdieu 1989: 7-11; 1994: 19)關係。在這裡，一來也就可以

再度反思台灣民主轉型與鞏固的特殊性，即當國民黨於2008年再度執政，也就是

發生了所謂「第二次政黨輪替」之際，是否可以據此稱之為「民主鞏固」 ?不過，

筆者並不打算在本文中回答此一問題，因為這將是另一個題目，其中需要證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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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政權在2008年之後的政策，是否直接地影響了自由民主之體制與價值的維繫。

但是，筆者仍要強調的是，在民主轉型之後的民主鞏固，其間的關鍵性價值並不

在於經濟道德的符號，而在於政治道德的深化；再者，也可以回答以金門作為研

究民主鞏固之案例的原因：金門是個特別強調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社會空

間(劉名峰 2012)。如果在這個極端的個案裡，也出現了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

域強過以經濟為中心的道德視域，那麼即可再現總體的台灣社會在價值層面上，

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已臻穩固的狀態—當然，也就只是穩固，並因此可以推

定民主體制相對鞏固，但這並不保證反民主的力量不會回潮。 

最後，還得要特別強調的是，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高過以經濟為中心

的道德視域，只是個參照著民主轉型而來的「歷史時刻」，對於已然成熟穩定的

民主國家來說，其實很有可能在某些選舉裡—不管是國家層次上的，還是地方上

的—經濟道德的符號，明顯地較政治道德的符號對政權的正當性來得重要，而其

間爭執的重點，恐怕更多僅在於經濟發展後的分配問題。在一個民主轉型的歷史

過程裡，才會使得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正當性符號，如此經常性地成為政

治議題，像是人權、依法而治，以致於是在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相當特別的主

權議題。尤有進者，也就在此一社會脈絡與歷史過程中，會出現一種特殊之情感

型態的變化—簡單地說，也就是從敵友二分的情感型態，向著在敵友之外與之上，

再加入了對國家及其法制信任後的三角情感型態。在威權體制底下，其實別說國

家總是會有個重大的外部危機與敵人，政權經常也在國內社會中設定特定的敵

人—像是解嚴前的國民黨政權，即將台獨、黨外與中共當作是三合一的敵人—而

更重要的是，也就在這樣的時空環境底下，法律本身往往是為了社會控制之用，

欠缺人權的底蘊及「依法而治」(rule of law)的內涵。換句話說，國家在其統治空

間裡，具有壟斷暴力的能力與正當性，並不必然保證了內部成員對其的信任—台

灣社會的族群衝突，已因此出現。而本文所討論的金門社會中，也有特定的宗族

網絡，別說是在面對國家之際，作為保護的策略，就是在戰地政務解除之後，也

是競爭政府部門之資源與公職的機制—而唯有透過對人權法治而建立的國家，才

能強化其統治上的信任(Tilly ibid)，並促成此間三角之情感型態的出現。 

(二)、在情感型態的變化間來理解道德視域的變化—以 2014 年之縣長選舉中的

BOT 案為例 

如此說來，從道德視域的角度切入，也就是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較

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具優勢之「歷史時刻」的出現，作為民主鞏固的判準，

一來是相對於民主轉型的研究來說的，再者它還具有延伸性，而不單單只為了本

文所研究的個案，因為之所以稱之為民主轉型，其所在的政治社群必然地會增加

對於政治道德之符號的討論，並隨之而來也出現了情感型態的轉變。那麼，為什

麼要有這「歷史時刻」作為民主轉型 ?此一判準下的「歷史時刻」，又與「兩次

政黨輪替」之判準下的「歷史時刻」有什麼不同 ?以致於在本文所研究的「歷史

時刻」，具體上又是什麼「事件」 ?這是這一小節要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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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第一個問題並不難回答，因為需要有個判準，也就必須在某個「歷

史時刻」來界定「民主鞏固」的出現。然而，從文明化歷程及「加速文明化—去

文明化」的角度出發，能夠更清楚地看到民主轉型的雙向性及其間的社會邏輯。

據此，還要特別指出來的是，文明化歷程的理論試圖在直接地面對「文明」之際，

卻除其中具有價值性的指涉—Norbert Elias 是用社會生活裡的鏈結密度及複雜度，

及隨之而來在情緒及暴力的表現上，來界定文明化(Elias, 2014)—因此，本文也

更跟著使用政治及經濟為中心的兩種道德視域，與二元與三角的情感型態來研究

民主轉型及民主鞏固，其中的目的也就是消解過去在「民主—威權」的對比裡，

所帶有的價值內涵。尤有進者，當台灣作為一個新興的民主國家，自由民主的價

值相對地更容易取得價值上的優勢，對「威權」的認知很容易帶有負面的意涵，

這是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必須意識得到，並小心地處理—本研究的進行，即帶

著對此一狀態的反思，並對應地提出了上述的分析概念；其次，由於民主轉型所

帶動之「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發展，並將其超越「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

視域」的歷史時刻來界定「民主鞏固」。如此看來，民主鞏固的歷史時刻所表現

的，將會是以個體化為核心，而具有「長時期」性質的文明化，在民主轉型的「形

勢」中，強調政治自由的道德視域獲得優於經濟自由之道德視域的「事件」。 

於是，以道德視域的概念來分析民主鞏固，固然在理論層次上，預設了民

主轉型是個可能反轉的雙向運動，但是這並不代表了說道德視域的分析不具有科

學上的穩定性。此一科學上的穩定性，來自於個體化的現代文明在「長時期—形

勢—事件」中的連續性。在此一連續性裡，即使得它不單單重視民主轉型作為「形

勢」，在制度上的變遷，同時也強調個體化的價值，特別是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所

強調的政治自由，於價值面上的發展。並且，還值得特別強調的是，民主鞏固的

核心元素應該就是在價值層面，而且還在於民眾的價值層面。因此，道德視域作

為分析民主鞏固的策略，不單單具有科學上的穩定性，同時還有對於研究議題(民
主鞏固)的適當性—這是以道德視域的角度來研究民主鞏固，與「兩次政黨輪替」

的差異所在，而此一差異即已在前文中整理出「長期/規範/質性/由下而上」(道
德視域)，與「短期/制度/量性/由上而下」(兩次政黨輪替)的對比—這些差異，也

就是第二個問題的答案。而在此一民主鞏固的歷史時刻，即隨著民主轉型的發展，

而使得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逐漸生成，並跟著出現了三角的情感型態。在這

過程中，不單單對國家機關有了更高的信任，社會生活中也有更多的溝通合作的

空間，原本二元情感型態下的敵友區分，也就逐漸緩和。而本文的第三個問題，

即民主鞏固的歷史時刻，也就是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及其所生成的三角情感

型態，取得了相對於經濟道德及二元的情感型態優勢的時間點—筆者認為這個時

間點，也就是 2014 年的縣長選舉。 

在解釋以 2014 年金門縣長選舉作為民主鞏固之歷史時刻的原因之前，要先

指出來的是目前諸多研究金門選舉的研究中，均是從金門的宗族社會出發，再帶

出宗族動員的解釋架構(張世熒、許金士 2004；陳建民等 2005；林正緯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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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不僅將直接與宗族動員的模式對話，說明宗族動員的效度降低，更重

要的還要將此一現象與民主鞏固的討論結合，即從中進一步指出宗族動員的效度

降低，所再現之情感型態與道德視域的變化—也就是說，二元的情感型態向著三

角轉型，而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超越經濟的道德視域—配合著前述對於「想

像共同體」的討論，筆者指出了「想像共同體」除了國族之外，還有其它的社會

組織，這裡所說的宗族即是其一。然而，傳統社會的宗族運作方式，與現代情境

裡，特別是戰地政務解除之後，會有許多的不同。即宗族可以繼續存在，但其運

作與功能將有所不同：它從機械性、非反思性的規則，轉向具有機性的公民德性

與判斷—這其實與涂爾幹對於現代世界的發展，即「機械連帶」轉向「有機連帶」

是相類似的，而在其中也從宗教轉為公民道德(Durkheim 2006)。換句說話，宗族

確實在解除戰地政務、開放地方選舉之後，成為地方政治的關鍵性元素，但不同

於「宗族」，而以總體—如縣長選舉層級時，則是「金門」，而總統選舉則是「中

華民國/台灣」—為參照的「想像共同體」即逐漸生成，不單單使得人際間的關

係轉化為「有機連帶」，也發展出對於國家機關的信任，及三角的情感型態。於

是，就算宗族仍然存在，但在政治上已從過去由族內長老命令的宗族動員，逐漸

出現了具有總體公共性的參照，而有更多元的投票模式，並使得宗族律令有所鬆

動—這是解釋民主鞏固的方法，接著則進入具體的脈絡來證明。 

*** *** *** 

第二部分：2014 年作為民主鞏固的歷史時刻 2F

3 

本文對於民主鞏固的研究，是透過文明化歷程來掌握，首先發展出了道德

視域及情感型態兩個分析的概念；其次，則與「事件—形勢—長時期」結合，而

從「政治(自由)道德高於經濟(自由)道德(事件)—政治自由發展的民主轉型(形
勢)—個體(自由)化(長時期)」。也就是說，民主鞏固雖然是個事件，但此一事件

不單單得要放在民主轉型之形勢裡的制度與價值的變化，還是以個體化為核心之

文明化歷程來掌握。有鑑於此，這一部分不僅得要說明何以 2014 年的金門縣長

選舉中，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超越了以經濟為中心的道德視域的事件層次，

也要從長時段與形勢的角度裡，呈現金門特別強調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以及

民主轉型逐漸生成政治道德的現象與原因—這些除了呈現「事件—形勢—長時期」

之間的連續性，也在於呈現金門是個極端的個案，但也正由於其極端的特質，而

更能證成其之所以再現台灣社會總體上的民主鞏固。 

一、選舉前的中長期社會脈絡 

配合著前文所提出來的分析架構，這小節對選前中長期社會脈絡的呈現，是

                                                      
3 本文在第二部分中所使用的資料與內容，筆者已在其它論文中使用。不過，該論文的主題與本

文不同。因此，雖然使用的資料與內容多有重覆，但本文藉由金門的個案，及透過道德視域來

討論民主鞏固，仍是新的研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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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釋「以經濟為中心的道德視域」何以在金門特別有效，而它與二元情感型

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 ?此一背景的說明不僅能接上本文的分析架構，也就是「市

場經濟—道德經濟」的雙重運動，它還能說明二元情感型態與宗族在選舉中的地

位，何以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先是受到強化，但又逐漸消解的原因—藉此，即可

在下一小節中具體地透過 2014 年的縣長選舉，更清楚地呈現以政治為中心之道

德視域對經濟道德的挑戰，及在同時反映在情感型態與宗族地位的變化。 

(一)、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塑造：長時段的慣習 

以文明化歷程的長時段分析來說，強調經濟為中心的道德視域遠較政治的道

德視域為早，而且在非西方社會更是如此，除了因為強調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

中所依賴的人權、自由民主與依法而治等的價值系統，帶有西方文明之自然法與

邏格斯的傳統，還在於西方社會在文明化歷程裡是先行者，並以帝國主義的姿勢

殖民非西方世界，並建立現代的資本主義體系—此即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

核心機制。尤有進者，其實在非西方世界裡，就經濟道德所重視的營生與利潤的

考慮，本文就已經存在了，只是沒有透過市場經濟的機制來運作；相反的，在政

治層面上來說，別說這些非西方國家在現代時期經歷了西方的侵略，遂令其在國

家建構的過程中備受困難，更重要的還在於這些非西方的政治社群裡，欠缺自然

法的文化元素—就此一歷史文化背景來說，本文所討論的台灣與金門都不例外。

但是，就以金門來說，它所在的地緣位置不僅使得它對於國家機關有著更深沉的

不信任，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不容易建立，但是以經濟為中心的道德視域卻

是特別的有效。 

具體地說，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塑造，是在「中心—邊陲」的關係中

形成的：金門地處南方，相對於政治中心的北方來說，一直是重視經濟的。也就

是說，在「南方—北方」之「經濟—政治」的對比裡，固然可以說南方是個邊陲，

但這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說，但以經濟的角度來說，它卻可以是個中心(劉名峰 
2016)。不過，其實金門所在的閩南地區，在戰前一直是個相當貧困的地區(Calanca 
2005)。但是強調經濟的道德，不僅因為自身的貧窮而更加強，還由於它沉重的

人口壓力，及自 19 世紀中葉開始的人口外移，而更增加其對經濟的興趣—作為

僑鄉，貧富差距也大，人們在其中的比較更加深了對經濟的執著。但是，要讓地

理上的南北與環境上的困頓，內化出對經濟道德的興趣，還需要更切身的社會元

素，也就是宗族之間的競爭。尤有進者，上述自 19 世紀中葉開始的人口外移，

還與宗族的社會關係結合，進一步強化了以經濟為中心的道德視域。 

由於金門的海外移民，經常是以宗族為中心的連鎖移民(江柏煒 2010)。因

此在貧富之間比較的人們，也就很容易附著在宗族的認同上；其次，金門的宗族

還與其多神信仰結合，即各別聚落裡有自己的神明、宗祠，而強化了「我群—他

者」之間的二元關係，並從宗族裡獲得安全感(江柏煒與王建成 2009)—這也就

使得其情感狀態與一神的三角模式不同(Santangelo 2007)—再者，土地稱作「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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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或「祭田」，還是宗族社會的核心要素，除了因為它是農業生產的中心，並

表現為具體的財產，它也是糾合族人、光前裕後的依靠(鄭振滿 2007：36-37)。
尤有進者，在閩南及金門的現代早期還經常出現宗族械鬥的情事 (鄭振滿 
1998)—這些事件在廿世紀前後，還時有耳聞(受訪人 B1)—而其中的原因，即經

常與土地及農業生產有關，像是對水源的爭執。於是，以土地為中心所區分的「我

群—他者」關係，即與宗族社會呼應—尤有進者，宗族內部是否有仕宦官名，對

宗族與土地的競爭是關鍵的因素(鄭振滿，前揭書：25)；第四，這種在地方層次

上的「我群—他者」關係，還由於二戰結束之後在金門所實施的戰地政務，而更

進一步地鞏固了宗族的地位，因為在戰地政務底下，金防部司令不僅統攝軍民事

務，還讓立法及司法權都置於軍管的狀態。這固然是個非常有秩序的社會，但由

於宗族是此時唯一合法的社團組織，遂令其成為此際面對碎裂而原子化的社會，

能夠最有效地生成凝聚的社會機制(劉名峰，將出版)。 

如此看來，宗族並不是遠在傳統社會裡的古老認同形式，隨著金門所經歷的

現代文明歷程—十九世紀末來以的大規模海外連鎖移民，及廿世紀中國的動亂與

二戰結束之後的戰地政務—以宗族為對象的凝聚，反而成為生成安全感的重要機

制。在此一以宗族為核心地生成安全感的社會裡，不單單也就以宗族來區分「我

群—他者」，對應的還仍然是二元的情感型態。尤有進者，在二元情感型態具有

支配性地位的中國社會裡(劉名峰，將出版)，經歷了上述現代文明歷程的金門宗

族社會，更是個二元情感型態之張力特別高的社會。於是，在此一情感形態裡的

光宗耀祖，也就會更用力地強調經濟道德視域裡的價值，這除了是延續著前現代

就已存在之慣習的結果，也因為民國成立之後，地方上再也沒有透過傳統科舉制

度而縉身士林的管道。相對的，前往海外而揚名立萬的僑民，則以商紳的身份載

譽歸國、榮耀祖上(江柏煒 2011；Chiang 2016)。而當二戰結束，地方上的縉身

管道不僅因為戰地政務而仍然非常有限，金門社會與海外僑民間的連絡也受到阻

隔，這些因素即令宗親間的凝聚更為重要，並讓經濟道德更深入金門人的社群。

1992 年解除戰地政務，金門已然較本島的台灣社會較晚進行民主的轉型，在民

主轉型過程中所強調的政治道德—人權、法治與自由民主，以致於是隨著民主化

而來的台灣化，及新生的主權觀—在金門社會裡還會受到挑戰。 

這裡所說的挑戰，可以簡單地說是來自於「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下的

世界觀，但此一長久以來的慣習，不單單因為全球化時期裡的新自由主義而受到

強化，也因為金門緊臨著中國，並在中國崛起、小三通開放的過程中，面對著巨

大的經濟發展機會，而益受張揚。不過，在這些背景因素之外，讓挑戰之所以發

生的原因，還在於民主轉型所帶來的體制變遷。在 1992 年解除戰地政務之後的

民主社會，帶給了金門前所未有的形勢：在過去從政治的角度所界定的「中心—
邊陲」，或者「中央—地方」關係裡，金門從沒有一個能制度化地公開表示意見

的機會。因此，很容易理解的是，宗族網絡也就會在民主轉型初期，成為非常關

鍵的選舉動員機制，而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及其所延伸的價值，也就逐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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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並也讓三角的情感型態跟著出現—當然，此一歷程並非一蹴可幾的，甚至在

「加速文明化—去文明化」的拉扯之間，也不見得會出現。接下來，本文即繼續

說明「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如何具體地表現在民主轉型後的金門政壇之中，

以及其中的宗族政治，再間接地呈現其中之情感型態與道德視域的變化—這些也

就是了解 2014 年縣長選舉的直接背景。 

(二)、經濟道德的慣習在面對民主轉型之情境時的策略：形勢間的變化 

首先，可從 2006 年由當時的李炷烽縣長所提的「一國兩制試驗區」開始談

起。當年的 11 月 6 日，李炷烽縣長在議會中以〈二十一世紀新台灣的出路，金

門作為一國兩制試驗區之芻議〉為題發表演說，訴求「以特區、特有之法令建構

特有的制度，取兩岸制度之所長，將金門列為中國的特殊行政區，以利發展，並

為兩岸重新開啟另一種互動的選項，謀求新的政治發展可能，實現兩岸雙贏」P3F

4
P。

同年 12 月 3 日美國國會助理團抵金參訪，並拜會縣府。李炷烽縣長即再度提到

「一國兩制試驗區」的主張，並指出：「金門比大陸更瞭解台灣，也比台灣更瞭

解大陸，兩岸政府若要發展友好關係，應先聽聽金門的意見，金門人對『戰爭無

情、和平無價』的體認較他人深刻，金門不想再做兩岸戰爭的犧牲者，反對兩岸

對峙，也不贊成兩岸軍備競賽」P4F

5
P。如此看來，「一國兩制試驗區」並不是李炷

烽縣長一時的突發奇想，而是種有關金門人社群之發展的「公共敘事」(public 
narrative)(Somers 1994: 619)，因為它除了是縣長的主張之外，也表現了「以經濟

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慣習，在面對中國崛起、兩岸三通的形勢中而外化的「策

略」，即強調經濟發展、淡化軍事緊張的主張。 

這裡所說的形勢，除了政治上的民主化，還有經濟上強調新自由主義的全球

化，與緊鄰著快速崛起之中國的局面。尤有進者，自 2000 年開放了小三通之後，

金門還中介兩岸之間，而使得「強調經濟發展、淡化軍事緊張」的價值更形重要。

不過，自 2000 年到 2008 年之間，執政的是隨著民主轉型而取得政權的民進黨，

故而期間強調的也就是隨著民主化而帶出來的「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強

調自由民主與人權法治，並在國族的層次也因「台灣化」的發展，而強調了與中

國不同的主權觀(劉名峰 2009)。然而，別說金門重視的是以經濟為中心的道德

視域，對於台灣化的主權觀也不是那麼認同，其中的原因除了是金門在戰前並非

日本殖民地，與台灣本島有不同的歷史經驗之外，也由於中國動輒文攻武嚇地威

脅著台灣獨立的主張。因此，當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在 2006 年的正當性大幅下跌

之際—當年八、九月間，爆發了紅衫軍倒扁運動—「一國兩制試驗區」的主張也

就在當年的十一月間提了出來，而其內容所強調的，也就不同於民進黨政府的道

                                                      
4  蘋 果 日 報 ， 2006/11/7 ，「 金 門 縣 長 推 試 辦 一 國 兩 制 」， 請 參 考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61107/3013638/ 最 後 瀏 覽 時 間 ，

2016/3/26  
5 馬祖日報，2006/12/03，「美國國會助理第九團一行來金參訪拜會縣長深受歡迎」，請參考

http://www.matsu-news.gov.tw/news_info.php?CMD=open&UID=71706 ， 最 後 瀏 覽 時 間

2016/3/26。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61107/3013638/
http://www.matsu-news.gov.tw/news_info.php?CMD=open&UID=71706%EF%BC%8C%E6%9C%80%E5%BE%8C%E7%80%8F%E8%A6%BD%E6%99%82%E9%96%932016/
http://www.matsu-news.gov.tw/news_info.php?CMD=open&UID=71706%EF%BC%8C%E6%9C%80%E5%BE%8C%E7%80%8F%E8%A6%BD%E6%99%82%E9%96%9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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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視域。其實，強調經濟道德的不只是金門，也有在 2008 年取得政權的國民黨

政府，而國民黨政府的正當性不僅建立在以經濟為中心的道德視域，還在於兩岸

間的經濟合作。換句話說，在台灣當下的政治場域裡，國民兩黨之正當性的證成，

偏重於不同的道德視域，這是因為兩種道德視域對應著兩黨在民主轉型前後不同

的社會位置所致，並因此而讓兩個道德視域之間也依著政黨競爭，而在理念層次

上表現出對立的態勢(劉名峰 2009)。 

然而，對於金門投票行為的研究，過去的主要解釋架構要是以宗族動員來解

釋(張世熒、許金士 2004；陳建民等 2005；林正緯 2016)。宗親動員的方式也用

來解釋縣長選舉，其實當選舉結束，縣長還擁有大量的行政資源，能夠依著宗族

網絡而進行固樁。因此，金門縣長自 1992 年開放民選之後，即一直由陳李兩個

大姓執政，並在豐沛的行政資源綁樁之下，每一任縣長總會連任。不過，即便宗

族在民主選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卻也不代表它能密不透風地決定了選情。

2009 年陳水在代表陳氏宗親回鍋參選縣長，在當時三足鼎立的情況下，陳水在

陣營最主要的戰場，竟是與另一位無黨籍候選人吳成典公開爭論陳福海先生支持

的意向。陳福海是 2008 年新當選的金門籍立法委員，並也是陳氏宗親的一員，

但陳水在竟然得要在此次選舉之中爭論他的支持意向。尤有進者，陳福海是新當

選的立委，而陳水在則是 1992 年至 2000 年之間，金門在解除戰地政務之後的首

任並連任的縣長。因此，陳水在仍是地方上深具影響力的宗族大老，且在前一年

的立委選戰中還支持同為陳氏宗親的陳福海，對抗吳成典—在 2008 年的立委選

舉中，陳福海以 9,912 票贏過吳成典的 9,838 票，第三名的李沃士僅得 5,274 票，

遠遠落後—但在一年之後，陳福海卻是意向不明，宗族紐帶的有效性出現問題；

2012 年，當原本無黨籍，而在當時為親民黨的陳福海競選連任之際，陳水在卻

為先前的對手吳成典站台，並在選前之夜力挺國民黨籍的候選人楊應雄—也就是

說，可以支持吳姓、楊姓，卻未支持同宗的陳福海。 

同樣的狀況，也能在李氏宗親裡看到。李氏是金門的第二大姓，遂出現金門

歷任縣長「不歸陳，即歸李」的現象。然而，在 2009 年的縣長選舉裡，同為李

氏宗親並且是當時在任的縣長李炷烽，卻反而支持吳成典。不過，在當年的縣長

選舉中，最後出線的並不是吳成典或陳水在，而是在鷸蚌相爭中得利的李沃士：

該次選舉的結果，陳吳兩人分別得到 30%上下的選票，而獲中國國民黨提名的李

沃士則以 37.28%的得票率當選。當然，李沃士的當選不見得是因為陳李兩個宗

親大族在縣長選舉裡，由於各自分裂所帶來的結果。其實，這些檯面上的宗親大

老有不同於宗族的支持對象，也不一定就代表了宗族分裂。但從前述的現象看來，

宗族因素在晚近選舉裡對投票行為的強制力，確是不若以往—筆者的訪談對象也

提到了宗族動員不若以往，並以其它非宗族因素投票的現象(A1、A4、C1、C2、
D1)P5F

6
P；相對的，政黨的影響力卻是逐漸提高，而政黨影響力不單單表現在 2009

                                                      
6 此間之標記為受訪人，而其相關資料可參考《附錄一：受訪人資料》，其它之標記有同樣的意

義，不再另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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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縣長選舉，也在於 2012 年及 2016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因為不同於 2008 年

由無黨籍的陳福海當選的情況，兩次選舉都是由國民黨立委當選，而且還不是陳、

李兩個大姓—2012 年是楊應雄，2016 年則是楊鎮浯。此外，政黨的影響力也在

總統大選的投票中逐漸出現(劉名峰，將出版)。 

自 1996 年到 2012 年五屆的總統直選裡，藍營總是獲得壓倒性的票數，而民

進黨候選人卻從未拿到超過一成的選票，96 年的得票率甚至只有 1.64%。2016
年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獲得大選，她在金門的得票率雖然僅有一成八，與

全國得票率五成六一不成比例，但在廿年間的總統大選得票成長上，卻是超過了

十倍—這就行政單位來說，可能是全台灣最大幅的成長率了。當然，民進黨得票

的增加，並不必然地代表民主價值的深入。但是，民進黨得票的大幅增加，不僅

再次肯定宗族動員的影響力降低，同時也代表了「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

生成。這是因為原本在宗族社會裡，機械連帶底下的二元情感型態，逐漸轉變成

有機連帶的三角情感型態：在簡單的宗族衝突與合作之外，還新生了其它的認同

對象，而且這些新生的認同還有更多的總體性參照—這不僅是多元社會的特質，

也是民主體制的內涵。在下文以 2014 年金門縣長選舉的「事件」中，本文也就

會更多地透過訪談的內容，質性地說明這些新生的認同之所以具有「總體性參照」

的原因—而且，也要先補充說明的是，宗族在此一加速的文明化歷程裡，其實也

轉為有機連帶，而具有超越聚落血緣的參照。 

二、以 2014 年的金門縣長選舉作為再現民主鞏固的個案—聚焦在反 BOT 運動

裡的解釋 

2014 年金門的縣長選舉之所以特殊，並因此在本文的研究裡成為證成民主

鞏固的個案，主要與宗族動員的有效性降低有關—他沒能如先前的縣長連任，也

就是宗族綁樁的效果減少。在這一小節裡，筆者還會進一步補充其它的證據—另

外，還由於 BOT 案在此次選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成為李沃士意

外地選情翻轉的原因之一。本小節分成三個段落進行，先以具體的數字說明何以

李沃士的敗選是個「意外」；接著，再回到金門的 BOT 案裡了解其所呈現之社

會結構上的緊張。最後，即依著 BOT 案裡人們對土地的態度，從中呈現以政治

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地位。 

(一)、出乎意料的選舉結果 

在 2014 年 11 月 29 日縣市投票結束當晚六點五十九分，中央通訊社即以「陳

福海逆轉勝，金門將重整」的標題(黃慧敏，2014/11/29)，宣布李沃士的敗選，

而且這個敗選還是「陳福海的逆轉勝」。金門向來穩定地是個深藍選區，因此在

台灣選舉中的消息相對地少，選舉之前公布的民調只有三次，茲以李沃士及陳福

海兩位主要的縣長選舉候選人的支持率，配合著時序製表如下： 

《表四：2014 年金門縣主要縣長候人之民調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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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時間 有效樣本 調查單位 李沃士 陳福海 

1 2013/11/21 848 TVBS 39.00% 25.00% 
2 2014/9/10 807 TVBS 31.00% 25.00% 
3 2014/10/8 400 台灣指標 34.30% 16.00% 

 三次平均值   34.77% 22.00% 
 百分比   61.25% 38.7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從數據上來看，兩人的得票率變化不大，而在選前一個半月最後一次的民調，

還是由深具公信力的「台灣指標」所做的調查，其結果是李沃士獲得超過陳福海

一倍以上的支持。另外，就下《圖 4》之「未來事件交易所」的數據來看，李沃

士的「價位」也一直相當穩定地在 60 元以上，即其當選的預測值一直超過六成，

甚至在選前最後一個月的預測，還達到 74.85 的當選機率。尤有進者，就筆者所

知道的其它黨政機構在選前的預測來說，沒有任何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了李沃士

會落選。相反的，還認為李沃士大勝，而它們的看法與上述三個民調的平均值相

差無幾：李沃士獲得六成選票，陳福海四成。P6F

7
P然而，投票的結果別說李沃士落

選，他竟是以 15,146 票(33.35%)對上 23,965 票(52.77%)，敗給了陳福海。那麼，

如何解釋此一「意外」的結果?在不質疑民調的前提下，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

一，在選前的最後一個月，出現了重大的議題而改變了許多人的投票意向；第二，

選舉時出現了大量民調無法觸及，但支持陳福海的選民。 

《圖 4：「未來交易所」2014 年金門縣縣長選舉之當選機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未來事件交易所(截取自11月15日之平均價格)P7F

8 

                                                      
7 筆者從其它官方與非官方的管道中，也有類似的民調結果。 
8 國立政治大學預測市場研究中心，〈2014 年台灣選舉分析與預測座談會成果報告〉，請參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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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狀況是有可能的，因為金門的常住人口約五萬，但是戶籍人口卻有超

過十萬。也就是說，有超過一半的金門籍選民並沒有住在金門，使得民調無法了

解他們的投票傾向，而且他們支持陳福海的比率還比李沃士為高。一位親近國民

黨陣營的人士說到：「選後在檢討敗選的原因時，其實有個原因沒有被清楚地講

出來，也就是馬政府執政的失敗。」(C1)在該次的選戰中，國民黨在六都中唯一

勝選的新北市，是差點翻盤的險勝，而失去執政權的有台北市、桃園市及台中市

三個直轄市。至於其它非直轄市的行政區，還有五個縣市發生了政黨輪替—基隆

市、新竹市、彰化縣、嘉義市、澎湖縣。因此，以台灣總體對國民黨的支持率較

金門為低的情況來說，返鄉投票的金門選民支持非國民黨籍的縣長候選人，也會

比住在金門的居民來得高—這樣的狀況，也與筆者的訪談結果相仿，而其中反對

李沃士的重要原因，均與 BOT 案有關—這也就是在選前一個月左右快速發酵，

而影響選情的關鍵議題(劉名峰，將出版)。 

不過，在進一步討論 BOT 案對選情的影響，及其與民主鞏固之間的關係之

前，得先討論返鄉投票之金門民眾對土地的態度：首先，筆者共對五位返鄉投票

的金門人進行訪談(A1、A2、A3、A4、A5)，其中四位(A1、A2、A4、A5)是明

顯地反對李沃士，而不管支持與否，五位受訪者都注意到 BOT 案在該次選舉中

的重要性；其次，支持 BOT 案的受訪者(A3)提到，金門需要發展，而開發總是

難免的，需要開發才能增加更多的就業與發展觀光—這是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

域的典型論述；相對的，反對 BOT 案的都提到了金門的好山好水，但 BOT 案會

破壞金門的環境與生態—對 BOT 案影響生態的論述，筆者下文再進一步說明，

但在這裡跟著「好山好水」而來的是要指出在返鄉民眾的語言裡，即包含了對土

地的「鄉愁」，及「公共空間」的元素—筆者在另一篇研究中，以「存有—佔有」

及「個體性—社群性」兩軸，帶出四種對於土地態度的理念型，即如《圖一：現

代人對土地之四種態度的理念型》(劉名峰，將出版)。 

《圖一：現代人對土地之四種態度的理念型》 

      現代的雙重運動 

人對物的倫理 

「市場經濟—道德經濟」之對比 

個體性 社群性 

支配性強度的高低 
佔有 商品(II) 族產(I) 

存有 公共空間(III) 鄉愁(IV) 

當然，由於選舉與投票是具有公共性的事件與行為，因而在好山好水的私人

                                                                                                                                                        
址：http://newdoc.nccu.edu.tw/acadbonus/04/10300404/10300404.pdf，最後瀏覽時間 2017/5/30。 

http://newdoc.nccu.edu.tw/acadbonus/04/10300404/103004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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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愁」中也有了公共性的元素，更別說在 BOT 案裡商品化的好山好水，都是

公有的土地，而其中也就帶了「公共空間」的理念型。在這裡還能再補充的是：

不同於支持 BOT 案的「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所帶出來的論述，反對 BOT
案裡包含著對於「公共空間」商品化的不滿，而公共性也就是以「政治為中心之

道德視域」對土地的理解方式(劉名峰，將出版)。 

(二)、反 BOT 運動中的結構性緊張 

在開始解釋BOT案如何在短時間內翻轉選情之前，得先掌握一些重要數據：

2009 年李沃士當選時，他拿到了 14,269 張選票，得票率為 37.28%；而在 2014
年敗選時，他所獲得的 15,146 票在該次選舉中佔了 33.35%。也就是說，李沃士

在第二次選戰中的得票雖然增加，但也僅微幅地增加了 887 張票。然而，其選票

增加的比率甚至比不上第二次選舉裡，總投票數的新增率—在 2009 年的有效票

數為 38,731 張票，而 2014 年為 45,416 張票，也就是新增了 6,685 張票，增加率

為 14.7%；但李沃士新增的 887 張票，卻也只比上次選舉增加了 5.7%。換句話

說，相較於 2009 年三足鼎立的狀況來說，李沃士別說沒能從原本吳成典與陳水

在的支持者中獲得多少支持，甚至還流失了不少原本的支持者，才讓總支持率從

2009 年的 37.28%，掉到 2014 年的 33.35%。要解釋李沃士得票率的變化，BOT
案是其中的關鍵，茲即以《圖二：李沃士兩次縣長選舉得票數之變化圖與 BOT
案的空間對應圖》表示如下： 

《圖二：李沃士兩次縣長選舉得票數之變化圖與BOT案的空間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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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中選會資料P8F

9 

說明：暖色愈強烈，代表李沃士在2014年得票較2009年得票愈多； 

寒色愈強烈，代表李沃士在2014年得票較2009年失票愈多； 

黑星號為BOT案所在的位置。 

在《圖二》中，可以看到李沃士的得票增加區與失票區，不僅均為塊狀分佈，

這些區塊還與 BOT 案的所在具有親近性：得票增加的地區，是金城鎮及小金門，

而這一區域裡也沒有 BOT 案；相對的，李沃士失票最多的是在金東與水頭地區，

也正是 BOT 案的所在，包括引起重大爭議的昇恒昌與水頭國際港經貿園區。當

然，證成 BOT 案與投票行為之間關係的，不只是客觀地理上的親近，還涉及選

戰裡眾多行為者之主體間的選舉議題設定與塑造(agenda setting and framing)。因

此，再跟著在「客觀(objective)—主體間(inter-subjective)」的對比，得先說明的

是，對於選戰期間之所以選定了 BOT 案作為文宣與媒體操作的主題，不能停留

在人為因素的解釋，還要問到情境裡的「符號有效性」(efficacité symbolique) 
(Hubert and Mauss 1904；Bourdieu 2001：100)。其中操作的符號內容會在下文中

再討論，這裡要先指出的是反 BOT 的主張之所以有效，除了因為民主化的發展，

而使得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逐漸形成之外，還有其它金門當下之時空條件的

配合，才會使得它在選戰最後成為關鍵的議題，並讓其中的符號能夠有效地造成

了投票意向的變化(劉名峰，將出版)。回到本文的分析架構，也就可從幾個層次

來說它之所以關鍵的原因： 

首先，BOT 案裡所涉及的土地，得放在「自然—政治—社會」的關係中來

掌握。也就是說，作為土地的「自然」，並不單純地只是外在的客觀，而是與其

間人們之安全感的生成，有著主體間意涵的對象；其次，BOT 案裡的是公有地，

因而不單單很容易帶有公共空間的性質，在民主體制下裡對公有地進行 BOT，
即應帶有促成公民互動、生成凝聚的目的與價值；再者，就 BOT 案與公共性，

及隨之而來社群凝聚與安全感的討論，不僅與「政治」上之金門縣長的正當化有

關，其發生的時刻也正就在金門「社會」表現其意向的選舉時刻；最後，「社會」

並不是單一的，它是多元而複雜的，而以金門的脈絡來說，宗族社會即是以宗族

的角度來界定「社會單位」，其中並依著不同的宗族而出現了「我群—他者」的

二元情感型態，同時衍生出對應的社會動員及投票行為。即以縣長選舉來說，其

「贏者全拿」的特質更強化了宗族間的政治，並經常反映在陳李兩大宗族之間的

競爭—有位受訪者就說到：「我們○姓宗親，難道沒人嗎?為什麼要找外人?」(B1)，
宗族情感表露無遺，在選戰期間也有依著宗族邏輯而投票的主張(B2)—這是在宗

族社會中可以預見的行為模式。不過，前文業已指出以宗族來區分金門社會的有

效性也逐漸降低中，並出現了其它的分類邏輯，像是政黨或是議題取向，而使得

                                                      
9 中選會之資料及得票計算的轉換，請參考《附錄二：李沃士先生在兩次選舉中於各投開票所之

得票數與變化量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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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社會的依據也變得多元而複雜。從《圖二》中所看到的，即是李沃士在李氏

宗親所在的古寧頭地區裡流失了不少選票，宗族動員的效力降低。 

李沃士失去了古寧頭李氏宗親的票倉，是《圖二》所呈現出來最重要的訊息。

其實筆者也訪問到支持李沃士陣營的陳氏宗親(C1)，及反對李沃士的李氏族人

(D1、D2)。宗族動員的效果已明顯降低，此一現象在 2008 年的立委選舉之後即

已出現，只是在 2014 年的縣長選戰中更明確而已。尤有進者，這一現象有著明

顯的世代差距，就筆者所訪談的一些年齡在四十歲以下的青年男女來說，都清楚

地說到宗族動員的意義不高，並認為那只對老一輩有效(A1、A2、A3、A4、D1、
D2)。也就是說，隨著民主轉型而在新生的一代裡，有著愈來愈多超脫於宗族對

立的思維模式—這是從二元型態轉向三角型態的跡證。不過，促成二元向三角的

情感型態轉化，主要肇因於政治上的個體化，或也就是民主轉型，因為其間生成

的政治視域，會重視自由人權、民主及依法而治等的價值，而減少了不同社會單

位之間直接的衝突，三角的情感型態並得以發展。在這過程中，對土地會有愈來

愈高的公共意識，並反對土地的商品化。但是經濟上的個體化會進一步地支持市

場的擴張，而土地的商品化即是隨之而來的結果。這兩種立場，即表現在《圖一》

中的第 II 與第 III 兩個象限。它們在金門脈絡裡，是土地的買賣由於戰地政務的

解除，而日益活絡，並造成近年來土地價格飆漲的現象—以內政部在 2014 年公

布的公告地價稅增加率來說，金門為僅次於澎湖的全國第二名。具體地說，全國

的平均增加率為 12%，但金門是 18%，超過全國五成。 

不過，即使土地市場的發展確實隨著戰地政務的解除而快速發展，但是一來

也就在土地商品化的過程中，引起了在地人的不滿：首先，土地商品化而引起的

地價飆漲是雙面刃，對於有土地的人來說固然賺到了利潤，但對沒有土地的人來

說，卻是個災難。後者主要是年輕人，並因此對地價上漲相當不滿(A4)；其次，

就算對有土地的人來說，宗族社會裡的土地也不能隨意買賣。金門人的情感更強

烈地黏在土地上，藉以生成人們的安全感—這是在金門社會之所以會用「賣祖產」

的方式來說土地交易的原因(劉名峰 2014)，也有一位熟悉土地交易的受訪人表

示，有不少金門土地是買給非金門人的，而且價格還比賣給金門人便宜，這是因

為需要錢，但又不想讓其它金門人知道自己賣土地(C3)；此外，近年來在金門社

會裡，還出現所謂「地靈報應」的說法(LIU 2015)。這在解除戰地政務之前是相

當少見的，是隨著近年愈來愈多的土地交易而出現—其中傳說的原型，也就是「不

合宜」的地權轉移—不管是交易、繼承，甚至是不合法的取得—會使得新地主遭

遇破產、生病，甚至是死亡等的「報應」。這種報應之說在現代社會中難以理解，

更別說它還是個新生的現象。筆者認為，此一現象的出現不僅再現了金門人對土

地的情感，它還是對地權轉移所造成之宗族關係改變的反抗。 

在這一小節裡，要處理的是反 BOT 運動中的結構性緊張。因此，首先也就

透過開票結果的空間分佈，指出宗族動員的有效性已然逐漸消退，或至少在李氏

宗親所在的古寧頭地區，已是大不如前；其次，文中對於此一現象的解釋，則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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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金門在戰地政務結束之後所經歷的一些結構性的轉變，是造成此一緊張的源

頭：一方面，隨著民主化而來的政治自由化，它固然使得宗族因素在開放民選的

早期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但卻也由於同樣的原因，逐漸消減了宗族的政治角色。

簡單地說，政治自由生成了三角的情感型態，附著在宗族上的情感減少，而且也

讓那些隨著民主轉型而成長的新生代，有著更明顯強烈的自我意識，不同於宗族

的牽絆；另一方面，則是在同時益加深化的經濟自由化。期間，土地快速商品化

並且地價飆漲，而它所造成的影響也是有好有壞。但是此一緊張，在 2012 年之

後的國民黨政府期間，不僅愈來愈激烈，並已到了轉捩點。土地爭議不斷、貧富

差距擴大，2014 年 3 月中後的太陽花運動更以反服貿為題，令國民黨政權所依

賴的經濟道德視域雪上加霜。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正當性大減，因此將公

有地的使用權交予私人的 BOT 案，也就帶了負面的形象；相對的，以政治為中

心之道德視域也取漸取得更高的正當性，其中不只跟著服貿的議題反黑箱，強調

台灣的主權，在這一連串社會運動中崛起的青年參與，也表現了他們擺脫宗族政

治的企圖—這些均與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生成有關。換句話說，反 BOT
運動之所以發生並且有效，是反映了金門在經歷了二十多年民主轉型之後，政經

兩種道德視域之間消長的歷史時刻。 

(三)、表現在反土地商品化中的力量 

對於陳福海陣營來說，國民黨政權因為政經兩種道德視域的消長，而正當性

銳減是個「天時」；金門社會對土地特別的情感則是「地利」，並因此而對經濟

道德的反彈更為強烈。至於隨著民主轉型而強化的政治道德，則淡化了宗族的重

要性，即是個有利的「人和」因素—當然，陳福海本身也會從宗族動員中得利。

不過，這裡之所以說他從宗族動員有效性降低中得利，是配合著前述的天時地利

來理解。也就是說，隨著國民黨在政經兩種道德視域交替，而 BOT 案又備受批

評之際，此時的宗族已不若以往是在二元情感型態中的「機械連帶」，而更能表

現出參照著總體價值的三角情感型態之「有機連帶」。因此，在機械連帶式的宗

族票減少，而有機連帶的宗族票增加的情況下，在古寧頭地區的李沃士得票減少

了，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族動員有效性降低；相對的，具有總體性質而以「地

緣」為參照的宗族動員則有利於陳福海—這裡所說的「地緣」，即轉為「金門」，

這在下文中會以「道德經濟」作進一步的討論(劉名峰，將出版)。 

相對地，當時的社會條件對李沃士陣營來說相當不利，並使得反 BOT 的議

題出現之後，即形成一個翻轉選情的風暴。那麼，這個風暴是如何形成的?又如

何透過現代人對於土地之態度的理念型，來分析其中所使用的符號?而在此一風

暴中，又何以反 BOT 運動的發生與有效，對應了政經兩種道德視域的消長，並

帶出本文要討論的民主鞏固?不過，要具體地證明上述的現象，並說明反 BOT 案

與民主轉型之間的關係，及此一事件之所以代表了民主鞏固，得先說明兩件事：

第一，BOT 案裡的土地是公有地，它分離了所有權與使用權，並將使用權交給

了私人。根據官方的說法，BOT 案是想透過民間資金來活化公有土地，既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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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地方、增加就業，又能促進觀光—這是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所帶來的發展

觀。而且，BOT 案之所以在選舉中引起爭議，即在於它們很可能失去了公共性，

並已純然地商品化所致。為了方便本文之分析架構的應用，茲即以「商品化—反

商品化」的隱喻，來理解其中的符號，而反商品化的符號裡，即包括了鄉愁、族

產，與公共空間；第二，固然在 2014 年的選舉中出現了政經兩種道德視域消長

的現象，但經濟道德在金門社會仍然強悍。有鑑於此，為了能更清楚地掌握 BOT
案裡的經濟意涵，本文將進一步帶出「道德經濟—市場經濟」的對比，來分析兩

組候選人的主張，終究他們得要在金門的選區裡獲得選票的支持。茲即落入選舉

過程裡，說明 BOT 案之爭議的發展： 

首先，肇因於浯江邊聯外道路的拓寬工程，在 2013 年三月開始即已引起了

居民對其必要性的質疑，並認為此一工程將犧牲浯江溪的環境生態與人文地景。

3 月 14 日，環保人士抗議工程將影響浯江溪的紅樹林生態，而李沃士縣長也前

往與之溝通，但卻爆粗口地辱罵了金門高中退休的莊西進老師，此一的鏡頭還不

斷在媒體上出現。不久，「浯江守護聯盟」成立，並對浯江溪道路拓寬工程提出

了三項主要的訴求：一、立即停工、復原現狀；二、根據《文資法》、《濕地保

育法》於當地劃設自然文物保護區，並申請設置國家級濕地；三、島嶼因幅員較

小、環境較為敏感且脆弱，要求縣府在進行重大工程之前，必須召開公聽會、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P9F

10
P在此一行動中，不僅可以看到金門出現了地方性的人文生態

公民團體，還要注意到的是他們的訴求中所表現的「公民性」：諸如對法律的使

用、保護區及國家級濕地的要求，及公聽會與環境評估的設計等，這些都可說隨

著民主轉型而生成的政治意識與價值系統。此外，該聯盟也關注金門的 BOT 案，

及其引起的爭議：2013 年 6 月 25 日，聯盟赴監察院陳情，要求金門縣政府對違

反《飲用水管理條例》和《水土保持法》之「金湖鎮商務旅館」勒令停工。不過，

金門縣政府在隔天的金門日報上回應的，卻是對聯盟的訴求答非所問。P10F

11 

其次，這些自選前一年多以來一直醞釀的生態、環保與反 BOT 案的議題，

在選前一個月左右竟由於連續發生歐亞水獺車禍死亡的事件，而讓反 BOT 案的

新聞受到普遍的重視，並在隨後成為陳福海陣營的文宣主題—水獺之所以會在馬

路上發生車禍，是因為它們的棲息地受到 BOT 案的破壞所致(東森新聞生活中心

2015)。2014 年 11 月 5 日，陳福海透過夾報及臉書社群的方式向李沃士下戰帖，

要求在地方電視台針對 BOT 案是否擴大的議題公開辯論。而隨著在 10 月底候選

人抽籤結束之後，雙方陣營幾乎天天透過媒體與夾報的方式，相互攻詰，這是在

過去以金酒及貪污問題為主題的歷屆金門選舉裡所未見的。李沃士陣營在文宣中

指出，陳福海誇大了 BOT 案的負面效果，並強調 BOT 案是將閒置土地與廢棄的

                                                      
10 請參考「浯江守護聯盟」官方網頁 http://kinmenriver.blogspot.tw/2013/04/blog-post_14.html 最
後瀏覽時間，2016/11/15 

11 請參考「金門發展警訊：集水區 BOT 案遭檢舉 水頭商港變更用途未獲認可」，「環境資訊

中心」網頁，http://e-info.org.tw/node/86891 最後瀏覽時間，2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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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區租給財團收取稅金做福利，並批評陳福海鎖島反商的立場，會造成青年人出

走。相對的，陳福海強調自己並未反商，只是指出現有的三個大型 BOT 案已經

夠了，而且李沃士別說三個案子都處理不好，還一連規劃了十幾個 BOT 案，其

中太湖的 BOT 案離水湖庫只有 50 公尺；南莒湖旁的 BOT 案則是水獺的重要棲

息地。此外，這兩個 BOT 案還都故意切割在五公頃以下，故意規避環評。此一

議題持續在選戰中延燒，甚至讓選戰變成了一場 BOT 案「擁護者—反對者」的

對抗(王中聖，2015/11/15)。綜前所述，涉及了與自然相關的土地 BOT 案，在政

治場域中分成了「擁護—反對」兩派，而社會的意向則經由投票選舉表現—在串

起了「自然—政治—社會」的三方關係後，再來的問題也就是：何以會是反對者

勝出? 

接下來即分別由人們對土地之態度的理念型，來說明反對 BOT 案勝出的原

因。首先，金門的 BOT 案是由縣府管轄，而工程的規劃與發包也都在府內進行。

因此，除非是範圍超過五公頃的工程，否則即不需要進行環評，此即民間團體在

先前要求縣府對重大工程與 BOT 案進行公聽會的依據。從生態環保的角度質疑

BOT 案及要求公聽會，這些都是以政治中心之道德視域下的策略，即減少黑箱、

公共政策的公開化，並在土地的議題上強調「公共空間」的元素—這是隨著民主

化而生成的價值系統，並也是對李沃士之政策的批評之所以有效的原因。其次，

陳福海對 BOT 案的批評並沒有反對經濟的發展，他也強調自己不反商。這裡再

現了金門人社群對經濟道德的興趣。有鑑於此，也就要引入「道德經濟—市場經

濟」的隱喻，來呈現陳福海對李沃士的批評，及其中符號的有效性，而它的內容

係以「在地—非在地」的對比為主題：在 BOT 案通過之後，往往得標的廠商也

會向地方上的銀行貸款。而由於近年來兩岸觀光相當熱絡，中國觀光客還可以落

地簽的方式來金旅遊。而且，BOT 案又得到縣府的支持，因此銀行對得標廠商

充滿信心，也就會大方地貸款。因此，筆者在田野的訪談中即經常聽到地方上對

BOT 案的批評是：「拿地方的錢、用地方的土地」的說法。尤有進者，與地方

的土地與金融對比的，是得標廠商的企業通常並非本地的財團—如昇恆昌、台開

等等—在筆者的訪談資料裡也有受訪人說：「觀光客都到這些大財團、大企業所

開發的 BOT 案去購物、住宿，對地方上的經濟並沒有貢獻。」(A3、D1)甚至還

有意見表示：「這些 BOT 案用了大量的水，甚至抽地下水，這會影響金酒的水

源。金酒可是金門經濟的根本。」(A3、D2) 

先不管這些對 BOT 案的批評是否合理，我們可以從這些田野資料裡看到「在

地—非在地」的對比：BOT 案得標廠商是外地的，但它們所使用的是金門的地、

金門的水、金門的資金，但卻沒有提供金門人多少就業的機會，甚至還危及金門

的地方產業—也就是說，於「在地—非在地」的隱喻裡，換喻的是「道德經濟—
市場經濟」的對比。土地利用在道德經濟的邏輯裡，並不是以利潤的極大化作為

考慮的邏輯，其關注的重點是社群安全。於是，讓「在地性」對上了「道德經濟」，

即使得金門土地隱隱地帶有族產的性格，仍可繼續發展經濟，但是得為自己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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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至少是自己人優先。這是「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金門論述，反映

在 BOT 案上的策略：在國民黨的執政期間，基於對經濟發展的興趣而積極地引

入域外的大財團推動 BOT 案—此即為當時的地方政府面對全球化、獲取正當性

的策略。然而，國民黨政權在 2014 年已見頹態，其原因即與它以全球化為號召、

串連著中國崛起所提出來的經濟發展策略直接相關。金門人社群對政治的敏感，

不僅表現在召開公聽會、要求對 BOT 案環評等等表現了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

域的策略，奠基於道德經濟的價值而對國民黨政府所揭櫫之經濟政策的不滿，也

再現於「在地性—非在地性」的反 BOT 論述之中。 

由道德經濟所帶出的是反對國民黨政權的市場經濟政策，並延續著金門人社

群對土地的情感，而隱隱地與「族產」串聯。並且，這裡所說的「族產」得從土

地上所表現的「道德經濟」來理解，而在此間所涉及的「道德社群」是以金門為

對象的地方認同，而不能直接地與宗族連結，因為李沃士在古寧頭的選票也有銹

蝕的現象。總的來說，「公共空間」因民主化而受到重視、「族產」的意識即延

續在反全球化的道德經濟之中，並強調著在地的經濟發展，而返鄉的金門人則體

現了「鄉愁」的元素，這三種理念型的符號在選戰之中圍繞著反 BOT 的商品化，

並於短期內有效地掀起了情感上的動員，造成了李沃士的敗選—如此看來，2014
年國民黨籍的李沃士敗選，及其選情的翻轉，不只是反 BOT 之商品化的主張引

起了金門人在情感上的共鳴，它們也都是民主轉型的具體效果。其中，或者是強

調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藉由環保生態等的語言，要求著空間的公共性；或

是在道德經濟中表現的，以地緣上的「金門」為單位，而不是血緣的宗族來對抗

非在地的市場經濟—而此一民主轉型的核心，即是行政機關獲得了更高的信任，

並促成了情感由二元向三角模式的轉化。 

三、在道德視域的變化裡證成民主鞏固 

情感型態的轉變，是因為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發展

所致。在這過程中，三角的情感型態逐漸生成，不單單使得人們得以跳脫原本二

元情感型態底下，強制力較高的「我群」規範—在本文中，也就是具有機械連帶

性格的宗族律令及其動員—而且隨著公共性的發展，即使得社會裡的信任較高，

而溝通也有更高的可能。這當然是個持續性的歷程，並且是個相對穩定，而不容

易發生反轉的過程，因為情感型態及道德視域的概念，都是由文明化歷程的理論

所發展出來的，而三角情感型態及以政治為中心的道德視域所反映的，是國家對

壟斷暴力的正當性提高，而社會生活中的暴力跟著「後檯化」，並使得人們對於

殘暴與血腥的容忍降低，而同理心提高—這是種深層情感的變化，原本嫌棄暴力

與殘酷的人，不容易突然間又變得嗜血。而且，此一深層情感的變化又與民主轉

型之制度變遷關係密切。也就是說，透過「長時期」的文明化歷程，並以其中對

個體自由為核心地推出了民主轉型是個強調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發展的「形

勢」，不單單強調了制度面的變遷，也重視其中價值與情感的變化。而本文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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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民主鞏固，即是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超越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歷

史時刻。此時，三角的情感型態也超過二元的模式—本文認為這個歷史時刻是

2014 年的選舉，並從當年金門縣長的選舉翻盤的「事件」，來再現整體台灣社

會的民主鞏固。 

那麼，為什麼 2014 年的金門縣長選舉翻盤，能夠再現整體台灣社會出現了

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超越了以經濟中心之道德視域?國民黨在當年的選舉

大敗，其間與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關係密切，藉此已然可以看到政治的道德視域

超越經濟道德視域的現象，而以金門縣長選舉為例，除了因為以經濟為中心之道

德視域根植於金門社會，遂當金門也出現了政治道德高於經濟道德之際，更反映

了整體台灣社會民主鞏固之外，也因為藉由 BOT 案在該次縣長選舉中，扮演著

關鍵性的角色，而本文還能從中呈現以質性的資料，證成其間以政治為中心的道

德視域—文中首先指出，此次選舉在最後一個月間出現了選情的翻轉，這除了因

為不住在金門而其意見未反映在民調的金門籍選民，大量在選前返金投票之外，

BOT 案在選前的發酵是重要的原因。返金投票的選民大部分是反對李沃士的，

而這也就表現了「鄉愁」的土地態度；反 BOT 案的，除了也有「鄉愁」的可能

之外，對於土地的態度還有「公共空間」與「祖產」兩種，而這三種態度都反對

著將土地視為「商品」；其次，在短時間內出現了選情的變化，固然是因為環境

及土地等議題的設定與文宣所致，但此間的議題之所以有效，卻也不能無視於民

主轉型過程中，情感型態的變化所造成的影響。換句話說，事件中的情感變化，

有賴於形勢裡的情感型態轉變；接著，這些情感型態的轉變，源自於民主轉型過

程裡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生成—返金的「鄉愁」固然如此，「公共空間」

及「祖產」意識也是一樣。 

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祖產」已經不是從「血緣」來界定，而是附著在以

金門為單位的「地緣」上，並以此為單位地發展出「道德經濟」地對抗商品化的

「市場經濟」。而就此之際，與「祖產」從「血緣」轉向「地緣」之邏輯平行的，

也是「宗族」從二元情感型態裡的「機械連帶」，轉向於參照著總體的、三角情

感型態的「有機連帶」。如此一來，不單單造成了李沃士在古寧頭區的宗親票減

少，也指出了「祖產/宗族」之內涵與功能並非是固定地參照了傳統的血緣關係，

而是隨著民主轉型而有動態的變化。職是之故，在 2014 年金門縣長的選舉，及

以BOT案為焦點的研究中，除了可以清楚地發現傳統的宗族動員之有效性降低，

也看到了以政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發展。至於選舉結果的翻盤，即可說是以政

治為中心之道德視域之重要性，超越以經濟為中心之道德視域的歷史時刻—台灣

社會即在此時進到了民主鞏固期。 

結論：以道德視域為判準地界定民主鞏固 

在過去的民主轉型研究裡，「兩次政黨輪替」是最主要用來界定民主鞏固的

判準。然而，一來在理論層次上，這恐怕帶有「選舉(中心)主義的謬誤」(electo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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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acy)(Karl 1986)；其次，就當下「民主退潮」的現象來說，不單單得去注意到

過去的民主轉型研究裡，是否帶有「單向線性」的演化後設，也確實要去思考台

灣的民主轉型是否「倒退」的問題。而民主轉型是前進還是後退，其實最要關注

的，還是它在自由民主之價值層面上的發展，但以「兩次政黨輪替」的方式來界

定民主鞏固，對於價值層面上的掌握，不單單落入了「選舉主義的謬誤」，而且

對價值的掌握也不夠直接；最後，「選舉主義的謬誤」中也提到了，一旦民主轉

型過程中，曾經威權時期的政黨仍然在場、具有優勢，乃致於對於民主轉型的步

調有所「指導」(guided)或「管理」(managed)，選舉主義的謬誤也就更容易出現

(Karl, ibid)—這其實也就是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國民黨不僅在民主轉型的早期，

主導了路徑的發展，還在 2008 年重新取得政權，而將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取得政

權當作是「第二次政黨輪替」，並跟著界定台灣進到了民主鞏固期，不免有些爭

議。 

不過，這篇論文並沒有意圖去討論國民黨在 2008 年之後的執政，是否為「民

主退潮」，或者去證明當時並不算進入了民主鞏固期，而只是提出了另一個判準

來界定民主鞏固，作為對民主轉型補充性研究。這個判準也就是以政治為中心的

道德視域超越以經濟為中心的道德視域的歷史時刻，它不單單配合著二元及三角

的情感型態，一起來理解民主轉型的發展及民主的鞏固，同時就理論本身，也與

文明化歷程的理論結合，並在「長時期—形勢—事件」的連續之間，強化作為民

主鞏固之價值與制度判斷的穩定性與科學性。而且，值得特別強調的是，此一分

析架構固然較為穩定，但它不僅能夠清楚地呈現政治及經濟兩種價值之間的競爭，

而能清楚地參照著民主轉型之發展的社會脈絡。同時，它也指出了民主轉型是個

「加速文明化—去文明化」兩股力量間的競爭，而是種雙向性的解釋架構—這樣

的架構，並沒有「單向線性」的預設，也對於當下的「民主退潮」具有解釋的能

力，是個可以繼續發展的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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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受訪人資料》 

編號 基本資料 
A1 女性、碩士畢業、自由業、三十歲出頭 
A2 女性、碩士畢業、自由業、將近三十歲 
A3 男性、碩士畢業、營建業、四十多歲 
A4 男性、大學生、廿歲出頭 
A5 男性、大學畢業、自由業、四十歲多歲 
B1 男性、大學畢業、公教人員、五十多歲 
B2 男性、大學畢業、公教人員、近七十歲 
C1 男性、博士畢業、公教人員、五十多歲 
C2 男性、碩士畢業、公教人員退休、七十歲出頭 

C3 男性、博士畢業、公教人員、五十多歲 
D1 男性、碩士畢業、公教人員、四十多歲 
D2 男性、學士畢業、公教人員、五十多歲 
 
《附錄二：李沃士先生在兩次選舉中於各投開票所之得票數與變化量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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